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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测量和内隐联想测验（IAT）考察了自我生成有关费者仇恨

（consumer animosity）的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研究结果

表明：（1）自我生成喜欢/厌恶的日本人物信息能显著影响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内隐和外显

态度；（2）对于内隐态度，当自我生成喜欢/厌恶的日本人物数量较少，即自我生成信息任

务较容易时，自我生成信息对消费者内隐态度的影响更加显著；对于外显态度，自我生成喜

欢/厌恶的日本人物数量越多，自我生成信息对消费者外显态度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不

仅考察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并且通过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PE）和

自我生成信息效应解释了消费者仇恨在来源国效应中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效果和

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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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生成信息对品牌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 

——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在来源国效应中的应用 4 

0 引言 

    在国际贸易日益发达和市场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产品来源国对消费者挑选、评价

和购买产品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营销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随着来源国效应

（country-of-origin effect, COO）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研究者将研究重心从影响来源国效

应的国家性质、产品属性等认知因素逐渐转移到消费者变量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上。其中，

消费者仇恨（consumer animosity）则是其中一个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大量实验验证的来源

国效应影响变量。以往有关消费者仇恨的研究均发现消费者对仇恨国产品的外显评价不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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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者对来源国本身的情感发生扭曲，但却不愿意购买仇恨国产品（Klein, Ettenson 和

Morris, 1998）或者表现出对仇恨国产品消极的内隐态度（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

这些研究虽然为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中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提供了一些实证证据，但

由于没有对消费者仇恨进行有效的实验室操控而无法证明和解释消费者仇恨对内隐和外显

态度各自的影响效果。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自我生成信息任务（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task）操控被试对来

源国的仇恨感以验证消费者仇恨在来源国效应的重要影响，同时我们希望控制被试自我生成

信息的性质和数量以进一步考察消费者内隐和外显态度如何受到消费者仇恨的影响。 

1 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1.1 来源国效应和消费者仇恨 

产品的来源国效应（Country of Origin, COO）是指产品的来源国这一信息对消费的产品

评价、态度以及购买意愿的影响（Schooler, 1965）。Schooler（1965）最早通过研究证实了

来源国效应的存在，他在研究中发现，来自经济较发达国家的产品比来自经济相对不发达国

家的产品更受欢迎。随后，大量研究从国家特性、产品属性和消费者因素等不同角度出发，

考察来自来源国的变量如经济发展程度（Lee, Suh 和 Moon, 2001），产品属性如产品类别

（Peterson 和 Jolibert, 1995; Hong 和 Kang, 2006）以及消费者因素如消费者购买动机

（Gürhan-Canli 和 Maheswaran, 2000a）、消费者的文化背景（Gürhan-Canli 和 Maheswaran, 

2000b）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 

研究者普遍认为，来源国效应的产生与来源国形象（country-of-origin image, COI）有

着密切关系（Han, 1989; Meyers-Levy 和 Tybout, 1989; Knight 和 Calantone, 2000），并随之出

现了大量对来源国形象内容和结构的研究（Bannister 和 Saunders, 1978; Li 等 , 1997; 

Papadopoulos 和 Heslop, 2003; Pappu, 2007;）。Roth 和 Diamantopoulos（2008） 在总结这些

研究时指出，要充分了解来源国形象在来源国效应中的作用，必须不仅要揭示来源国形象中

消费者对来源国生产的产品质量、科技经济发展程度等认知信念（或刻板印象），更要考察

消费者本身对来源国的情感成分。在以往考察来源国形象中情感成分的研究中，消费者仇恨

（consumer animosity）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变量之一。消费者仇恨这一概念最早由 Klein 等

(1998) 提出，他将其定义为消费者由于产品来源国和本国在军事、政治或经济上的冲突对

产品来源国所怀有的仇恨。Klein（1998）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消费者由于日本人在二战时

实施的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仍然持有仇恨而不愿意购买日本产品，但这种仇恨并没有扭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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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日本产品较高的质量评价。 

继 Klein 等（1998）的研究之后，大量研究者开始在其他国家进行重复性实验，结果均

证实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的负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来源国产品的购买意愿上，而对来

源国产品的外显评价或态度没有显著影响（Shin, 2001; Klein, 2002; Nijseen 和 Douglas, 2004; 

Amine, 2008）。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引起了有关研究者对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态度的进一步

探讨。杨扬子等（2008）针对以往来源国效应研究中采用问卷测量或者深度访谈的方法可能

无法真实反映消费者内心深处的态度的问题，首次在来源国效应研究中引入内隐联想测验

（IAT）同时结合问卷测量的方法精确测量了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

度。该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并不一致：虽然中国消费者

在问卷测量中表达出对日本品牌更积极的评价，但 IAT 测试结果却表明中国消费者对本国

品牌的内隐态度比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更加积极。杨扬子等（2008）在讨论中指出，外显

态度测量是考察消费者意识层面的态度，因此被试在进行作答时会提取意识中关于日本品牌

质量的可用成分或对日本产品的刻板影响而给予日本品牌较高的评价；而对于内隐态度测

量，由于排除了意识参与和可能的“社会期望反应（social desirable responding, SDR）”，中

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内隐态度更容易受到其仇日情节，即消费者仇恨的影响，而自动地排

斥日本品牌。 

杨扬子等（2008）的研究启示我们，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品牌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

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意识层面：对于内隐态度，消费者仇恨的影响是自动化形成的，因此也是

无意识的；而消费者在对来源国品牌进行外显评价时，会提取与产品评价直接相关的信息，

而不会主动提取与消费者仇恨相关的知识，由此消费者仇恨不会对品牌外显评价产生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在本研究中我们希望能通过一种情境启动的方法同时操控无意识层面和

意识层面的消费者仇恨，考察在不同情境下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差异。

因此，以下我们将介绍内隐和外显态度结构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影响两者的不同机制，从而

提出我们在研究中将使用的情境启动方法。 

1.2 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PE）假说 

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 APE）与传统的

态度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仅能对内隐和外显态度内部的心理加工机制做出具体阐释，也可

以很好地解释内隐和外显态度在很多情况下独立变化的现象（Dasgupta 和 Greenwald, 2001; 

Karpinski 和 Hilton, 2001; Gawronski 和 Strack, 2004, Gawronski 等, 2006 ）。该模型指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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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形成包括两个过程，一为自动化关联加工（Associative Processes），即人们在面对一个

特定目标时会自动化加工与之关联的不同概念，而激活其中一个关联结构，也叫做模式激活

（Pattern Activation），这个过程会受到情境、记忆中关联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二为命题加工

（Propositional Processes），即个体根据与激活关联相关的信息，使用命题推理判断在前一个

过程中激活关联的有效性，从而确定或拒绝自动化加工形成的态度。 

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PE）中，自动化关联加工是决定内隐态度的基础，改变

自动化关联加工中关联结构（associative structure）或模式激活（pattern activation）均能有

效改变内隐态度，但不一定会改变外显态度。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改变模式激活可以

通过提供情境线索，提高不同关联结构相关的知识可获取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选择

性地激活某一性质关联结构，从而改变个体对评价目标的内隐态度。例如，Rudman 和 Lee

（2002）在其研究中发现，白人被试在听到充满暴力的 rap 音乐后对美国黑人的内隐态度会

更加负性，说明此时 rap 音乐充当情境线索激活了白人被试记忆中对美国黑人的负性关联结

构，从而增强了他们对美国黑人的内在歧视态度。然而对于外显态度，不仅自动化关联加工

过程的变化可能会对最终的外显态度产生影响，进行决策时可以利用的命题数量和追求认知

一致性等因素也能影响被试对目标的外显评价（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 2006）。 

结合来源国效应和来源国形象的研究结果，消费者的记忆系统中存在与产品来源国相关

的不同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者对来源国科技经济发达程度或总体产品质量

的认知，也同时包括由于个人经历体验形成的情感成分，如前面我们所介绍的消费者仇恨，

激活的知识体系不同，消费者对来源国的态度以及随后对产品的态度、购买意愿也会不同

（Hong 和 Kang, 2006; Peter 和 Olsen, 2005; Pappu, 2007）。因此，在情境启动中我们不仅要

控制消费者内在对来源国的仇恨情感联结的激活，同时也要让消费者自动地提取并且使用这

些情感信息在意识层面进行命题判断。为此，我们选择自我生成信息任务（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task; Blair,和 Lenton, 2001）这一研究范式，考察自我生成关于消费者仇恨不同性

质和数量的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内隐和外显态度。 

1.3 自我生成信息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消费者仇恨是消费者内心深处对来源国的内隐负性情感，具体对

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是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人的内隐偏见（如：对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

仇恨），这类似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内隐刻板印象（implicit stereotype；Bargh, 1999; Blair,

和 Lent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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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已证实自我生成信息是一种调节刻板印象的有效方法，并

且在一定的操控情境下自我生成信息能同时调节人们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Blair 和

Lenton, 2001; 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 2005）。具体来说，人们在自我生成信息过程中，

与该信息相关的情感、认知表征结构的提取性都能得到增强（Johnson 和 Sherman, 1990）。

例如，Blair 等（2001）在研究中发现，让被试想象与传统女性形象不符的女性形象

（ counter-stereotype, CS）可以增强被试记忆中非女性传统形象知识联结的获取性

（accessibility），从而随后改善被试对女性的刻板印象。Blair 等（2001）进一步指出，自我

生成信息不仅可以通过影响相关知识联结提取性调节内隐刻板印象，并且这些有意识产生的

信息可以用于随后对目标个体的判断从而影响被试的外显态度。 

在 Blair 等（2001）的研究基础之上，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2005）进一步验证并

解释了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和数量对内隐态度的影响作用和内在机制。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2005）认为，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首先可以作为一种情境线索影响相关知识

结构的获取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影响自动化形成的内隐态度。例如，他们的研究

发现，美国白人被试在自我生成喜欢美国黑人信息，激活他们记忆系统中对美国黑人的反刻

板印象（counter-stereotypes），使得他们在随后的 IAT 测试中对美国黑人的内隐歧视显著下

降。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2005）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自我生成信息的数量可以通过

影响知识提取简易性（ease of retrieval）的调节自我生成信息对内隐态度的影响。提取简易

性效应（ease of retrieval effect）是指当需要提取某一类知识概念的数量较少使得对这类信息

提取更容易时，人们会倾向于以这类知识为基础进行判断（Schwarz et al., 1991; Schwarz, 

2003），并且这种效应的形成是无意识、自动化的加工过程（Menon 等, 2003）。在他们的研

究中，自我生成反刻板印象信息对内隐歧视的影响只有在被试需要生成信息数量较少，即反

刻板印象信息提取比较容易的时候，被试对美国黑人的内隐歧视才会显著下降。 

自我生成信息过程中不仅能激活相关的知识联结并通过影响知识提取简易性影响人们

的内隐态度，这一过程中有意识提取的信息可以应用于外显态度形成中的命题判断阶段，从

而影响人们的外显态度（Blair 和 Lenton, 2001; 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 2006）。例如，一

系列内省研究（introspection studies）让被试思考评价目标或者思考自己对目标做出某种评

价的原因，当被试产生的信息或者想法与原本自己对评价目标的态度一致，则原本的态度会

得到保留或者加强，但如果被试产生的新信息与原有态度相悖，并且信息的数量和说服力较

大时，原有的态度会因为被削弱，甚至被试会因为避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而

对目标产生新的外显评价（Wilson 和 Dunn, 1986; 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 2006）。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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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自我生成信息过程中在意识层面提取的信息越多，在外显

态度形成过程中可用于命题评价的信息也越多，从而对形成外显态度的影响也越大。 

1.4 研究假设 

本研究试图结合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内隐和外显态度改变的态度研究成果，通过自我生成

信息任务让被试生成不同性质和数量的消费者仇恨信息，考察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内隐和外

显品牌态度的影响。 

对于来源国的选择，我们延续了以往以中国消费者为被试的来源国效应研究中采用的国

家——日本（Klein, Ettenson, 和 Morris, 1998; 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中国消费者

对日本这一产品来源国所持有的消费者仇恨主要来源于对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或者历

史上的日本政治人物（Klein, Ettenson, 和 Morris, 1998）的仇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让被试

自我生成这些人物信息来操控被试所持有的消费者仇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消费者对

日本情感态度并非只有消极成分，日本发达的娱乐、卡通漫画行业以及在潮流引领方面都备

受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的推崇，这使得消费者对日本国家及对很多日本人物有着一定的积极

情感，因此让被试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持有对日本的仇恨感。 

因此在本实验中，我们希望通过自我生成信息任务让被试回忆自己喜欢或者厌恶的日本

人物，减弱或增强被试所持有的消费者仇恨，随后考察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差

异。一方面，在内隐态度形成阶段，消费者自我生成的性质会影响不同相关知识联结的激活

影响内隐态度变化的性质。具体说来，当消费者自我生成喜欢/仇恨的日本人物时，消费者

记忆系统中对与日本人物相关的一系列相关知识联结（如日本品牌）会受到激活，并且根据

生成日本人物信息的性质，相关知识的正性/负性关联结构会有更强的激活程度，使得消费

者对日本品牌的有着更积极/消极的内隐态度。自我生成信息的数量会影响被试对此类信息

的提取难易程度，即通过提取简易性效应（ease of retrieval）影响自我生成信息改变内隐态

度的程度，即，当被试需要自我生成喜欢/厌恶的人物数量较少使得这类信息提取较容易时，

消费者更容易以与这类信息相关的正性或负性关联结构为基础进行反应，使得自我生成的消

费者仇恨信息对日本品牌内隐态度的影响更显著。另一方面，在外显态度形成阶段，消费者

会利用进入意识的相关信息进行命题判断。此时自我生成消费者仇恨的信息越多，这类信息

对外显态度的影响越大。即，在自我生成厌恶的日本人物数量较多时，消费者在意识层面受

到消费者仇恨信息的影响会较强，从而对日本产品的外显态度显著下降；而在自我生成喜欢

的日本人物或者较少的厌恶的日本人物时，被试对日本产品的外显态度受到消费者仇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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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 

综上，我们做出如下实验假设： 

H1：在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时，被试对日本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都会比生成厌

恶的日本人物信息时更加积极。 

H2：自我生成日本人物的性质对消费者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影响会受到信息数量的

调节，并且信息数量的调节作用对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H2a：自我生成日本人物的性质对消费者内隐态度的影响随着信息生成数量的增加而

减少，即随着信息提取难度的增加而减弱。当需要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信息数量较多即难度

较大时，或者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较少时，被试的消费者仇恨会更强烈从而对日本品牌的内

隐态度会显著低于另外两种实验条件下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 

H2b：自我生成日本人物的性质对消费者外显态度的影响随着信息生成数量的增加而

增强。当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数量较多时，消费者对日本的相对外显态度更加积极；当回忆

厌恶的日本人物数量较多时，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更加消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北京大学大学生 127 名，其中男生 43 人，女生 85 人，被试平均年龄为 22.24（SD=1.88），

均为右利手，矫正视力 1.0。 

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 （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喜欢的日本人物 VS 厌恶的日本人物）× 2（自我

生成信息数量：2 VS 7）组间设计，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4 个组中，四个组的人数分别为 33、

31、31 和 32。因变量包括被试对来自日本和中国品牌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 

2.3 实验程序 

2.3.1 自我生成信息任务 

   被试被告知列出 2 名或 7 名他们所喜欢或者厌恶的日本人物，具体的指导语如下： 

“本研究是一项关于个人记忆和态度的研究。请你仔细回想 2（7）名你所喜欢（厌恶）

的日本人物。这些人可以是你身边熟悉的人，名人或者你通过其他渠道所认识的人。请在下

空白处列出这 2（7）名日本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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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外显态度测量 

   启动任务结束后，测量被试对中国/日本品牌的外显评价。对于这部分测量，我们使用

Parameswaran 和 Pishaodi（1994）开发，杨扬子等（2008）修订的来源国形象问卷（country 

of origin image, COI）的中文版。该量表包含 6 个维度，在国内外研究中都有着较高的信度

和效度。在本研究中我们应用其中关于来源国产品印象的分量表，让被试分别填写关于中国

品牌和日本品牌的产品印象问卷。 

2.3.3 内隐态度测量 

问卷填写结束后，被试完成内隐态度的测量。在这部分我们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进行测量。内隐联想测验（IAT）的基础是态度的自动化加工，它能

够很好的考察被试对于语义词之间的无意识联系。通过被试对于两类词联结的紧密程度反映

被试对某一类目标的态度，从而能避免外显态度测量中被试存在的意识控制的成分以及印象

管理策略（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IAT 方法被广泛用于社会心理学、消费心理学

研究中，并被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Maison, Greenwald 和 Bruin, 2004; Nosek, 2005; 

Hofmann 等, 2005）。 

IAT 通过 Windows2000 计算机上的 inquisit 实验系统来运行。IAT 实验程序中，目标词

和属性词均适用中文词语作为实验材料，其中目标词是根据杨扬子等（2008）研究中使用的

中国/日本的知名品牌（日本品牌：索尼、松下、东芝、本田、日立；中国品牌：海尔、联

想、长虹、红旗、方正），属性词则借鉴 Nosek 等（2005）研究成果，包括 5 个积极词：精

致、完善、可靠、环保、领先，5 个消极词：劣质、粗糙、笨重、繁琐、守旧。 

参照 Greenwald，Nosek 和 Banaji（2003）消除顺序效应后的实验设计，IAT 实验分为

7 个阶段（见表 1）。7 个阶段所有词语均随机呈现，其中 B1、B2 每个词语呈现两次，各包

括 20 次测试；B3、B6 每个词语呈现一次，包括 20 次测试；B4、B7 每个词语呈现两次，

共包括 40 次测试。由于在 B5 前进行了 B2 的练习，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顺序效应，在 B5

中，每个词语呈现四次，共包括 40 次测试（Nosek 等, 2005）。一半的大学生按照上述的顺

序进行实验，另外一半则先进行 B5、6、7 阶段，然后再进行 B2、3、4 阶段（此时为了减

少顺序效应，在 B5 中每个词语呈现两次，进行 20 次测试；在 B2 中每个词语呈现四次，进

行 40 次测试）。 

在每一阶段开始前，在屏幕上呈现指导语说明该部分的实验要求，同时告知被试在保

证正确的基础上，尽可能快的反应。词语呈现顺序随机，呈现位置为屏幕中央。被试反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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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则词语消失，进入下一次测试，如果被试反应错误，则在原来词语呈现的位置出现红色

的“错误”进行提示，提示时间为 200ms，随后进入下一次测试。全部测试完成后，屏幕提

示实验结束。IAT 的测量结果由电脑自动记录各部分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表 1  IAT 实验程序 

阶段 任务 次数 反应键 

左键 右键 

B1 属性词辨别 20 积极词 消极词 

B2 目标词辨别 20 中国品牌 日本品牌 

B3 初始联合辨别练习 20 积极词、中国品牌 消极词、日本品牌

B4 初始联合辨别 40 积极词、中国品牌 消极词、日本品牌

B5 反转目标词辨别 40 日本品牌 中国品牌 

B6 反转联合辨别练习 20 积极词、日本品牌 消极词、中国品牌

B7 反转联合辨别 40 积极词、日本品牌 消极词、中国品牌

2.3.4 操作性检验 

电脑操作部分实验结束后，向被试发放问卷，让被试回答关于自我生成信息任务的三

个问题，包括（1）用数字 1－10 来判断这项任务的难度。1 表示非常简单，10 表示非常困

难；（2）完成这项任务时投入的努力程度如何。1 为完全不用努力，10 为需要非常努力；（3）

再回忆出更多你所喜欢/厌恶的日本人物的难度有多大。1 为非常容易，10 为非常困难。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操作性检验 

首先，使用 SPSS15.0 对启动任务的结果进行 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2（要求

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的组间方差分析，考察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差异。

统计结果表明，要求被试回忆日本人物数量的主效应显著，F(1, 123)= 147.16，p<0.001，

η2=0.545，被要求回忆 7 个日本人物的被试相对于需要回忆 2 个日本人物的被试回忆出了更

多的日本人物（M=5.21 vs. 2.00）。其次，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主效应显著，表明被要求

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的被试相对于需要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的被试回忆出了更多的日本人

物（M=3.98 vs. 3.21），F(1, 123)= 10.60，p = 0.001，η2=0.079。并且，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

和性质交互作用显著，即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要求在需要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条件下效应更

加显著，F(1, 123)= 9.86，p = 0.002，η2=0.074。由于无论对于回忆自己喜欢或者厌恶的日本



 10

人物，日本人物回忆数量的操控条件简单主效应均显著（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F(1, 62)= 

181.55，p < 0.001，η2=0.745；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F(1, 61)= 29.53，p < 0.001，η2=0.326），

表明我们有效地操控了被试回忆日本人物回忆的数量。 

对于日本人物提取简易性的操作性检验，我们首先将被试对于该任务的难度评价的三

个条目合并作为回忆人物提取简易性指标（α = 0.819; M = 5.87, SD = 1.16），然后对其进行 2

（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的组间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两个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但各自的主效应均显著。首先，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要求对提

取简易性的影响显著，F(1, 123)= 15.82，p<0.001，η2=0.114，被要求回忆 7 个日本人物的被

试相对于需要回忆 2 个日本人物的被试对任务难度的评价更高（M=6.67vs. 5.10）。其次，回

忆日本人物的性质主效应显著，F(1, 123)= 13.33，p<0.001，η2=0.098，被试认为回忆厌恶的

日本人物比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难度更大（M=6.60vs. 5.16）。以上结果证明我们有效地操控

了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对日本人物回忆的提取简易性。 

3.2 外显态度结果 

将相应的题目进行反向记分后，分别计算中国产品印象量表和日本产品印象问卷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发现：第 12、15、17 和 18 这 4 个条目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没有达到显著，

并且项目鉴别度低于 0.30，于是删除这 4 个条目后得到 14 个条目的产品印象结果。其中，

中国产品印象量表的一致性系数 ɑ等于 0.764，日本产品印象量表的一致性系数 ɑ 为 0.782，

符合统计的要求。 

计算两个 COI 问卷的 14 个条目的平均分，分别作为中国产品印象量表得分和日本产品

印象量表得分。分数越高，表明对该国产品的外显态度评价越高。采用 SPSS15.0 软件对产

品印象量表得分和日本产品印象量表得分在全体样本中进行相关样本 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

总体上被试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评价（M = 7.45，SD = 0.91）显著高于对中国品牌的外显

态度评价（M = 5.53，SD = 0.98），t (126) = 16.14，p < 0.001。将被试对日本和中国品牌的外

显态度评价值相减得到被试对日本的相对外显态度评价，并将这一指标变量用于后面的统计

分析中。 

3.3 IAT 数据简化 

根据 Greenwald 等（2003）改进的 IAT 数据处理方法对 IAT 数据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简

化：（1）为了保证数据使用的充分性和准确性，数据分析不仅包括 B4（初始联合辨别）和

B7（反转联合辨别阶段），也包括 B3 和 B6 阶段即联合辨别练习阶段；（2）为了排除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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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值影响，我们剔除所有反应时大于 10000ms 的试次，同时删去有超过 10%比例反应时

小于 300ms 的被试数据；（3）针对 4 个阶段正确反应试次的反应时计算 4 个阶段的平均反

应时，以及 B3 和 B6、B4 和 B7 的合并标准差。对于错误反应试次的反应时，用该试次所

在阶段的平均反应时加上 600ms 进行替代；（4）根据各个阶段整理后的反应时计算 4 个阶

段的反应时均值；（5）分别计算 B6 和 B3、B7 和 B4 的平均反应时差值，并除以相应的合

并标准差得到两个练习阶段和两个测试阶段的反应时 D 值差异。其中，在 B3 和 B4 阶段，

被试需要对中国品牌和积极词、日本品牌和消极词进行同键反应，即均为相容阶段；在 B6

和 B7 阶段，被试则需要对中国品牌和消极词、日本品牌和积极词进行同键反应，即均为不

相容阶段。因此，两个 D 值分别表示练习和正式测试时被试在相容阶段和不相容阶段的反

应时差异；（6）最后，将两个 D 值取均值得到 IAT 得分，该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对中国品牌

的内隐态度越积极，即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越消极。 

第（6）步中 IAT 得分统计结果表明，在整体上被试的 IAT 得分（M=0.60; SD=0.04）

显著大于 0，t(126) = 14.74, p<0.001。这一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于将中国品牌和积极词归于

一类（同时将日本品牌和消极词归于一类）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将中国品牌和消极词归于一类

（同时将日本品牌和积极词归于一类）的反应时，由此可知，整体上被试在内隐态度上对日

本品牌较本国品牌更加消极。 

由于本研究希望探讨的问题在于自我生成信息如何改变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内隐

和外显态度，因此我们将以上数据处理步骤得到 IAT 得分取负值，作为反映被试对日本相

对内隐偏好的指标，以便比较在不同自我生成信息条件下被试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内隐态度。 

3.4 自我生成信息性质和数量对外显及内隐态度的影响 

采用 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的 MANOVA 统计

分析考察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对日本产品的内隐和外显品牌态度差异，结果表明，回忆日本

人物的性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均有显著影响，F (2, 122) =3.53，p <0.05，η2=0.055；并且回

忆日本人物数量和性质的交互作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显著，F (2, 122) =5.11，p <0.01，

η2=0.077。 

3.4.1 自我生成信息性质和数量对内隐态度的影响 

对于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内隐态度，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主效应边缘显著，F (1, 

123) =3.12，p = 0.076，η2=0.025，被试在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信息时对日本品牌的相对

内隐态度显著高于在自我生成厌恶的日本人物信息条件下的内隐态度。并且，两个自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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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显著，F (1, 123) =8.88，p <0.01，η2=0.067（见图 1）。简单主效应表明，在回忆厌

恶的日本人物的被试组中，被试在回忆较少数量日本人物时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较回忆较

多数量日本人物时更加消极，F (1, 61) = 8.18，p < 0.01，η2=0.118；然而对于回忆喜欢的日

本人物，回忆人物的数量没有对被试关于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产生显著影响，F (1, 62) = 

2.27，p =0.14。并且，在回忆较多数量日本人物的情况下，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对被试内隐

态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F (1, 61) = 0.76，p =0.39；然而在回忆较少数量日本人物的时候，

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的被试比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的被试表现出对日本品牌更显著的内隐

偏好，F (1, 62) = 10.65，p < 0.01，η2=0.147。这一结果表明自我生成信息数量性质对内隐态

度的影响是通过信息提取的简易性形成，而与生成信息的绝对数量没有直接关系。 

3.4.2 自我生成信息性质和数量对外显态度的影响 

对消费者关于日本的相对外显态度进行 2（要求回忆日本人物的数量）×2（要求回忆

日本人物的性质）ANOVA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回忆日本人物数量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123) 

= 0.00，p =0.98；而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主效应显著，F (1, 123) =7.92，p <0.01，η2=0.034，

被试在自我生成喜欢的日本人物信息时对日本品牌的相对外显态度显著高于在自我生成厌

恶的日本人物信息条件下的外显态度。两个自变量对外显态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123) 

=7.78，p <0.05，η2=0.028。进一步对回忆日本人物数量的不同组别进行简单主效应检验发现，

在回忆较少数量日本人物的时候，回忆日本人物的性质对被试外显态度的影响没有达到显

著，F (1, 62) = 0.42，p =0.52；然而在回忆较多数量日本人物的时候，回忆喜欢的日本人物

的被试比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的被试表现出对日本品牌更明显的外显偏好，F (1, 61) = 7.17，

p < 0.01，η2=0.150。该结果表明自我生成信息的绝对数量直接影响着生成信息对外显态度的

影响程度。 

综合以上结果，自我生成信息的数量和性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有着不同的影响，随着

提取信息数量的不同，自我生成信息性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作用发生了分离（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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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我生成信息对内隐及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 

 

4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通过 IAT 和自陈式问卷作为测量工具考察了自我生成有关消费者仇恨的信息对

中国消费者关于日本品牌的相对外显和内隐态度的影响，结果有效地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

设，即消费者仇恨可以对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其影响效

果由于内隐和外显态度形成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态度的关联-

命题评价模型和自我生成信息效应的产生机制进行解释。 

4.1 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首先证实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有着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以分

别体现消费者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上。自陈式问卷的测量结果表明，被试对于日

本品牌的外显态度比对中国品牌的外显态度更加积极。结合问卷的具体条目我们发现，被试

对日本产品的质量和宣传评价显著高于对中国产品的评价，因此整体上被试对日本品牌的偏

好是符合品牌实际情况的，这也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王海忠和赵平, 2004；杨扬子, 黄

韫慧和施俊琦, 2008）。同时，采用 IAT 测量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和本国产品的内隐态度结果

表明，在整体上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显著低于对本国产品的内隐态度，这与杨扬子

等（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来源国效应中情感和认知维度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相对独立的

影响使得两种态度发生分离。然而，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让被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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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成关于消费者仇恨的不同信息，增强或减弱消费者仇恨可以使被试对来源国品牌的外显

和内隐态度发生显著变化。在本研究中，让被试回忆自己喜欢的日本人物时，减弱被试持有

的消费者仇恨能显著地提高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外显和内隐态度；相反地，回忆厌恶的日本人

物，即增强消费者仇恨，能显著降低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外显和内隐态度。该结果说明，消费

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有着重要影响作用，虽然在不存在任何有关消费者仇恨的情境线索时，

消费者仇恨只对内隐态度有着显著影响（杨扬子, 黄韫慧和施俊琦, 2008）但一旦消费者仇

恨信息得以激活并在意识层面形成，被试对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都会受到消费者仇

恨这一来源国形象中情感成分的影响。 

4.2 自我生成信息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 

传统的态度理论认为内隐态度是过去经验累积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表征，

（ Dovidio 等, 2001; Greenwald 和 Banaji, 1995; Rudman, 2004; Wilson 等, 2000），然而近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 IAT、语义启动等研究方法发现，内隐态度很容易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

（Gawronski 和 Bodenhusen, 2005）。而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内隐态度会受到自我生

成信息这一特殊情境线索的影响，并且情境线索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内在机

制。 

本研究中，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和数量对内

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由于内隐态度主要由自动化关联加工形成，情境因素可以通过改

变这一过程中的关联结构或激活模式来影响内隐态度。在本研究中，自我生成有关消费者仇

恨的不同信息有效地增强了消费者记忆系统中日本品牌和积极/消极的知识联结，引起了随

后 IAT 测量中消费者对日本品牌内隐态度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生成信息对消费者

内隐态度的影响包括两个阶段，首先生成信息的性质可以增强有关知识联结的激活程度，在

本研究中体现为日本品牌和积极/消极情感的联结；其次，生成信息的数量可以影响被试提

取相应信息的主观感受即影响知识提取简易性，引起被试对相应信息或知识联结的不同反应

倾向。具体说来，被试在提取较少数量喜欢的日本人物信息时，即生成较少与消费者仇恨相

反的信息时，首先对日本的积极情感和与之相关的知识联结（即：日本品牌-积极态度）会

得到较高大程度的激活；其次，由于需要提取的信息数量较少，被试会主观感受到提取这类

信息较为容易（即感受到较低的消费者仇恨），因此对激活的日本品牌-积极态度联结反应倾

向加强，最后在 IAT 测试中表现为对日本品牌的内隐态度较为积极。 

另一方面，根据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自我生成信息不仅可以影响自动加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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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知识激活，也可以成为用于命题判断的信息，强化或削弱个体对目标原有的态度，并

且强化或削弱的程度受到可利用的信息多少的影响。因此我们实验中发现，回忆喜欢的日本

人物弱化了被试的消费者仇恨，进一步支持了对日本品牌质量的客观评价，并且在生成这类

信息较多时，被试对日本品牌积极的外显态度会得到加强；相反，回忆厌恶的日本人物增强

了被试对来源国的仇恨感，形成与消费者原本对日本品牌质量评价相反的态度，但在这种抵

触情感较弱时消费者原本的态度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而当自我生成的负性信息较多而引发的

消费者仇恨感较强时，被试可能会因为避免认知失调而改变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由

此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显著低于其他情况下被试对日本品牌的外显态度。 

综上，我们通过控制自我生成信息的性质和数量，有效地操纵了消费者对来源国的仇

恨感从而改变其对日本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不仅证明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有着重

要影响，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消费者仇恨对消费者关于来源国品牌的内隐和外显态度有着不

同的影响效果和内在机制。 

4.3 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前人对来源国效应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IAT 内隐态度测量方法和自陈式问卷

考察了消费者关于来源国的仇恨感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从而证明了消费者仇恨对

来源国效应的影响。其次，与传统态度理论认为内隐态度不易受到外界情境因素影响的结论

不同，本研究不仅证明了内隐态度可以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具体考察了其影响机制。

具体地，本研究比较了自我生成信息这一特殊的情境因素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表

现，并利用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APE）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在消费者行

为学领域中对品牌态度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的营销学意义在于，我们在来源国效应中考察了自我生成消费者仇恨的信息对

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启示营销人员应通过提供情境刺激引发消费者关于来源国的情

感以影响他们对来源国品牌的态度，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购买行为。并且，本研究考察自

我生成信息这一特殊的情境线索对来源国效应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由于消费者在面对不同来源国的产品时，对来源国的印象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经

历自发产生的，因此研究如何提供情境线索引发消费者自我生成对来源国的积极信息促进他

们对来源国品牌的好感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从本研究的结果中我们发现，消费者对

日本的好感很多来自日本发达的娱乐和卡通漫画事业，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改变消

费者对来源国的认识和喜好，以便进一步改变消费者对来源国的情感态度，并且延伸到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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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源国品牌和产品的态度。 

4.4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一个局限首先在于 IAT 内隐态度测量的方法学问题。由于 IAT 内隐态度测量

方法的原理是基于反应相容性（response compatibility），与语义启动等以刺激相容性（stimuli 

compatibility）为原理的内隐态度测量方法存在一定差异（Gawronski 等, 2005），因此能否

运用其他内隐态度测量方法得到一致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其次，本研究对品牌外显态度的测量时运用了 Parameswaran 和 Pishaodi（1994）编制

的来源国形象问卷中对来源国产品的一般态度这一分量表，而没有针对研究中让被试评价的

各个品牌制作更加具体准确的问卷，也没有对 IAT 测量中的评价词进行匹配，因此在比较

消费者对日本品牌内隐和外显态度差异时稍欠说服力。 

再次，虽然根据 APE 模型和以往关于消费者仇恨来源的研究，我们推断让被试回忆他

们厌恶的日本人物可以导致仇恨感的增强，但是由于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且标准化的方法对

消费者仇恨进行测量，我们在研究中没有对消费者仇恨进行直接的测量，这一定程度地影响

了我们讨论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影响时的严谨性。 

此外，虽然本研究区分了来源国效应中消费者仇恨对内隐和外显态度的影响差异，但

我们没有考察这些影响是否会对消费者的真实购买行为产生差异。以往研究结果表明，内隐

态度能更好地预测无意识的自发性行为，而外显态度对需要精细化加工、需要施加控制的行

为有更好的预测性（Asendorpf, Banse 和 Mucke, 2002; Neumann, Hulsenbeck 和 Seibt, 

2004）。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测量情境因素对消费者对来源国产品内隐和外显态度的

影响如何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以及真实的购买行为。 

4.5 结论 

本研究将态度的关联-命题评价模型和自我生成信息效应引入来源国效应研究中，证实

了消费者仇恨对来源国效应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考察了消费者仇恨对

消费者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效果和内在机制。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内隐态度

还是外显态度，中国消费者对日本这一来源国的情感反应都会显著影响他们对日本品牌的偏

好；而通过态度的关联和命题加工模型，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消费者对来源国的仇恨感对内隐

和外显态度的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这些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预测和控制消费者

仇恨对来源国效应中内隐和外显态度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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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Effects on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Brand 

Attitude— An Application of 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 on the 

Research of Country-of-origin Effect 

Li Yanjie, Huang Yunhui, Shi Junq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applied questionnaire and the Implicit Associate Test (IA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onsumer animosity, specifically the impact of 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about consumer animosity, on implicit/explicit attitude and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 Results from current research showed: (1) the animosity of Chinese consumer toward 

Japanese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ir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 toward Japanese brands; (2) 

the impact of 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on implicit attitude worked via the ease experienced in 

retriev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memory, whereas explicit attitude is influenced by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that are considered for the explicit evaluation. We proposed 

the 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 (APE) to explain the dissociation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tude change. Further, the importance of IAT practice and self-generated 

information task in marketing research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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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Animosity, Explicit Attitude, Implicit Attitud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Ease of 

Retrieval Effect 

专业主编：王海忠 



 21

 

 


